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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多研究发现， 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 其中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被视为二者负向关
系的主要致因。 基于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女性样本， 实证分析了婚前同居和中国女性婚姻稳定
性之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检验了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在其中作用的相对大小 。 研究结果显示 ： 总的
来说， 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 ； 随着同居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女性中的蔓延 ， 婚
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关系消失 ； 自选择效应基本主导了中国女性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
负向关系； 虽然测度问题也推动了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负向变化 ， 但与自选择效
应相比， 测度问题的影响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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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中国社会正经历类似于西方 “第二次人口转变” 的婚姻家庭模式的巨大变化 （吴
帆、 林川， 2013）， 非婚同居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离婚率不断攀升。 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②， 中国
“80 后” 中有过非婚同居经历的人口所占比重已达 43%， 且在新近结婚的群体中， 仍处于快速增
长的趋势。 与同居盛行相对应的是我国的离婚率也在不断攀升， 在经历几十年的增长之后， 截至
2015 年， 中国社会的粗离婚率已达 2.8‰， 这一比例不仅在亚洲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 甚至已超
过许多西方国家③。 婚前同居和离婚率近乎同节奏的攀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个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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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 “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有关吗”？
传统的婚姻匹配理论认为 （Becker, Landes and Michael， 1977）， 婚前同居具有试婚功效， 配
偶双方通过婚前的共同生活可加深相互了解， 进而能够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婚后矛盾与冲
突， 以此推断， 婚前同居将有利于随后婚姻的稳定性。 然而， 针对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证研究却得
出了与此近乎相反的结论， 大部分实证研究发现， 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显著负相关 （Lillard,
Brien and Waite， 1995； Teachman， 2003； Dush, Cohan and Amato， 2003）！ 许多研究试图对此进
行解释， “自选择效应” 和 “测度问题” 由此被提出， 并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Reinhold，
2010； Manning and Cohen， 2012； Berrington and Diamond， 1999）。 “自选择效应” 论点和 “测度
问题” 论点均认为， 并非婚前同居本身导致了婚姻稳定性的降低 ， 而是由于同居者的自选择性
（“自选择效应” 论点） 或婚姻持续期的测度问题 （“测度问题” 论点） 的影响， 使得婚前同居与
婚姻稳定性之间表现出负向关系。
逻辑上， 如果同居对婚姻家庭生活会产生影响， 其对女性的影响也应高于男性， 尤其在东方
文化背景下更是如此。 因为在大多数文化传统中， 未婚同居以及与之相关的婚前性行为总是与一
定的 “污名” 相关联， 而这一 “污名” 更多的是施加于女性而非男性， 这意味着女性同居者将面
临更大的社会压力， 也使她们在从同居走向婚姻的过程中处于劣势。 事实上， 已有研究提供的证
据的确表明 ， 在同居向婚姻推进的过程中 ， 通常是由男性而非女性控制着二者关系的进展
（Miller, Sassler and Kusi-Appouh， 2011）， 相比之下， 女性往往面临更多的担忧 （Huang, Smock,
Manning and Bergstrom-Lynch， 2011）。 此外， 当退出同居关系时， 女性也会比男性经历更严重的
经济后果 （Avellar and Smock， 2010）， 更不用说同居还增加了女性成为单身母亲的风险。
尽管女性的同居面临诸多不利， 但在女性意识觉醒和西方 “妇女解放” 运动的共同推动下，
我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仍在持续快速增长。 既然同居的影响具有性别非对称性， 那么， 越来越多女
性的同居将对其婚姻家庭生活产生何种影响， 便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 本研究从
婚姻稳定性的角度探讨中国女性婚前同居的影响， 以期丰富 “同居和婚姻” 的相关文献。 具体而
言， 本研究主要关注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也是负相
关吗？ （2） 随着同居的蔓延， 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吗？ （3） 自选择效应是
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 （4） 测度问题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二者
之间的关系？
2 文献回顾
随着非婚同居在世界各国的蔓延， 同居问题引起了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而在同居相关问题
中， “同居与婚姻的关系” 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
大多数有关婚姻搜寻和匹配的理论关注不完全信息在婚姻解体中的作用 （Becker et al.，
1977）， 在不同设定下， 信息被视为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关键性因素。 很显然， 婚前同居使配偶双
方有时间和机会收集大量关于未来婚姻的信息， 在此情况下， 那些对结婚前景不看好的人可能会
结束同居 ， 或至少 ， 也不太可能进入婚姻 。 在此过程中 ， 婚前同居承担了 “筛选功能 ”
（Teachman, Thomas, and Paasch， 1991）， 使得只有匹配较好的配偶才会从同居走进婚姻。 而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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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过了筛选， 间接婚姻 （指先同居后结婚， 下同） 也应比直接婚姻 （指没有同居经历直接结
婚， 下同） 具有更强的婚姻稳定性， 因为与前者相比， 后者对匹配质量和婚姻特征的了解更少。
然而， 与理论推断不同的是， 针对不同西方国家的实证证据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大部分针对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 婚前同居不仅与婚姻不稳定性和离婚率正相关， 还与
夫妻间的互动、 婚姻满意度、 交流的频率和家庭承诺负相关 （Thomson and Colella， 1992）。 许多
研究试图对此进行解释， 其中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可能原因， 并
得到了相应实证研究的支持 （Woods and Emery， 2002； Jose, O’ Leary, and Moyer,2010; Stanley,
Rhoades and Markman， 2006）。
自选择效应的观点认为， 选择同居的人在某些重要方面与不选择同居的人不同， 而这些方面
的特征通常也是引致婚姻不稳的高风险因素， 换句话说， 不是同居本身， 而是同居者所 “自带”
的某些特征导致了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的负相关。 研究显示， 同居者通常所拥有的导致婚姻不
稳的高风险因素包括低教育水平、 不稳定的家庭背景 （Bumpass and Sweet， 1989）， 低恪守婚姻
承诺 （Bennett, Blanc and Bloom， 1986）， 对离婚更容忍的态度 （Becker et al.， 1977； Bennett et
al.， 1986） 等， 除此之外， 与直接结婚者相比， 同居后再结婚者还在结婚年龄， 生育年龄， 参加
宗教活动的频率， 是否有孩子， 父母的婚姻状况， 配偶先前同居的经历， 避孕措施， 以及居住区
域等方面有明显的特征， 而已有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 这些特征也都与婚姻不稳定性相关 （Wu，
2000； Bourdais, Ghyslaine and Nathalie， 2000）。
逻辑上看， 如果自选择效应是主要原因， 可以预期间接婚姻中更高的婚姻不稳定性风险会随
着婚前同居的蔓延而逐渐减少。 理由是， 当同居不常见时， “自选择” 先同居后结婚的人是一群
有特定标签的人， 他们共享会使婚姻不稳的某些特征。 但是， 随着时间的变化， 当同居越来越普
遍时， 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也会选择同居， 此时， 同居者将变成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 贴在
同居者身上的标签也就不复存在， 这时， 同居的自选择性消失， 间接婚姻也就不再具有更高的婚
姻不稳定性。 事实上， 基于最新的统计数据， 已有研究的确发现， 随着同居在一国蔓延， 婚前同
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大幅下降 （Liefbroer， 2006）， 而美国那些在 1990 年代后期及以
后结婚的群体 （此时同居已十分普遍 ） ， 婚前同居则与婚姻稳定性已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
（Manning and Cohen， 2012； Copen, Daniels, Vespa, and Moshe， 2012）。
与自选择效应论点不同， 测度问题论点虽然也认为并非同居本身导致了婚姻的不稳定性， 但
他们将所看到的间接婚姻更高的不稳定性风险归于对婚姻生活关系长度的测度。 该论点认为， 当
我们比较直接婚姻和间接婚姻的离婚风险时， 我们不是在进行同等的比较， 因为间接婚姻者在正
式结婚之前已在一起生活一定时期。 现有对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往往将婚礼作为婚姻持续期的开
始， 这就低估了间接婚姻夫妻婚姻生活关系的实际持续时间 （Demaris and Rao， 1992）。 有关婚
姻满意度的研究已证明， 除去 “蜜月” 的甜蜜期， 当婚姻生活开始后， 夫妻对婚姻生活的满意度
会随婚姻的持续而降低， 这意味着低估间接婚姻的婚姻持续期将高估间接婚姻的不稳定性风险。
对此，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 当在回归中考虑了间接婚姻的婚前同居持续期后， 直接婚姻和间接婚
姻之间的稳定性差异的确大大降低了 （Teachman and Polonko， 1990； Kuperberg， 2014）。
整体来说， 在对 “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负相关” 进行检验和解释方面， 尽管目前已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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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 但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不难发现， 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两点局限性： 一是现有关于
同居问题的实证研究基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本， 实际上主要检验了同居已很普遍且被社会广泛
接受背景下的同居和婚姻之间的关系， 因此所得结论是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尤其是否适用于东
方文化背景下， 或同居尚不普遍且不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的情况， 我们并不得而知； 二是在对自选
择效应的识别和检验时， 现有研究的通常做法是在回归模型中简单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 以此排
除该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但这类方法并没有考虑由内生性所导致的估计偏差， 因此也就很
难有效进行自选择效应的识别。 鉴于此， 本文力图从两个方面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并丰富相关研
究文献： 首先， 在样本选择上， 本文以中国女性作为考察对象， 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居和婚姻
之间的关系； 其次， 在自选择的识别上，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和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相
结合的方法解决内生性所导致的估计偏差， 并检验自选择效应的大小。
3 数据、 变量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 2014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数据进行
分析。 CFPS 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一项全国性的综合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 通
过跟踪调查个体、 家庭、 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 调查涵盖社会、 经济、 人口、 教育和健康等内
容。 至 2014 年， CFPS 已完成三次全国性的样本调查④， 其中 2014 年的第二次追踪调查共涵盖了
37147个成人样本。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 因此分析中仅考虑有过婚姻经历的女性
样本。 根据已有研究， 婚前
同居对初婚者和再婚者具有
不同的含义和影响 （Smock，
2000）， 因此仅对初婚者的状
况进行分析， 此外去掉了解
放前出生的样本⑤。 经处理
后， 最终获得的有效分析样
本为 10778 个。
CFPS2014 中对被调查
者的同居经历进行了详细询
问， 方便我们直接以 “是否
婚前同居” 作为初婚婚前同 图 1 不同世代出生女性婚前同居比例的变化⑥
④ 包括 2010 年的基线调查， 以及 2012 年和 2014 年的跟踪调查。
⑤ 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一是解放前出生者婚前同居比例极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二是由于解放前后出生者面临
较大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 因此二者的婚配模式上可能也有较大的不同。
⑥ 这里， 50 后指出生于 1950~1959 年， 60 后指出生于 1960~1969 年， 70 后指出生于 1970~1979 年 ， 80 后指出生
于 1980~1989 年， 90 后指出生于 1990~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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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状况的度量。 图 1 展示了不同世代出生女性婚前同居比例的变化， 从中可以看出， 50 后至 90
后， 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比例处于递增趋势， 表明样本期间我国居民的同居越来越盛行与普遍。
50 后和 60 后， 我国女性有婚前同居经历的人口的比重尚不足 5%， 到 70 后已快速增长至超过
10%， 80 后和 90 后则又进一步增长至超过 30%， 且从连接线的斜率看， 70 后和 80 后呈现出加
速递增的态势。 从时间上看， 70 后和 80 后的婚前同居基本发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这表明中
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还推动了文化领域的相互影响， 西方的婚姻
生活价值观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并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接受和选择同居， 推动了
同居在中国快速蔓延。
大多数研究婚姻家庭问题文献， 要么以 “是否离婚” 作为婚姻稳定的度量， 要么以 “婚姻满
意度” 作为婚姻稳定的推断。 “是否离婚” 和 “婚姻满意度” 自然与婚姻稳定性相关， 但通过这
两个单一指标对婚姻稳定性进行衡量却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 “是否离婚” 指标没有考虑婚
姻持续期的影响， 而 “婚姻满意度” 指标则人为排除了 “最不满意的婚姻往往已经离婚” 的这种
对婚姻极为不满的类别。 鉴于此， 本文参照生存分析中度量风险的方法⑦， 从事件和时间两个方
面对婚姻稳定性 （婚姻解体风险） 进行衡量， 其中事件以 “初婚是否离婚” 度量， 时间以 “初婚
婚姻持续期” 度量⑧。
采用生存分析中的 Log-rank 检验对女性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见表
1）。 表 1 中的 Log-rank 检验假设婚前是否同
居对婚姻解体率无影响， 并给出了婚姻解体的
实际数 （Events observed） 和理论数 （Events
expected）。 从中可以看出， 婚前未同居者的实
际婚姻解体数小于理论数， 婚前同居者则正好
相反， 这表明婚前同居导致了更高的婚姻解体。 事实上， Log-rank 检验的 p 值极小， 进一步证实
了婚前同居者和婚前未同居者的婚姻解体率有显著的差异， 即婚前同居显著不利于婚姻稳定性。
实证分析中， 除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婚前同居” 外， 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
量。 参照以往有关婚姻稳定性的研究文献 （王存同、 余姣， 2013； 叶文振、 徐安琪， 1999）， 控制
变量主要有三类， 分别为个体特征变量， 背景特征变量和夫妻匹配变量。 其中， 个体特征变量包
括民族、 年龄、 教育水平、 宗教信仰、 政治面貌等； 背景特征变量包括居住地类型、 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 所属省份、 出生世代等； 夫妻匹配变量包括结婚年龄， 与配偶的年龄差异， 匹配方式等。
实证研究中所涉及的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以及各控制变量的简单描述与统计如表 2 所示。
4 实证分析
基于研究问题， 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 分别为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
系的检验， 自选择 “蔓延效应” 的检验， 自选择效应大小的识别， 以及对测度问题影响的检验。
⑦ 生存分析多用于医学统计研究中对疾病风险的预测。
⑧ 当我们分析测度问题时， 初婚婚姻持续期中也将包含婚前同居持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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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婚在婚者， 婚
姻仍在继续 ， 此时计算
的初婚婚姻持续期是典型
的 “截尾” 数据， 当存在
“截尾 ” 数据时 ， 传统的
logistic 回归方法不再适
用， 因此本文采用生存分
析中的 Cox 比例风险回归
模 型 （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 n model，
后文简称 Cox 回归） 进行
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
关系的检验。 Cox 回归较
广泛的用于医学领域治
疗效果的评估中 ， 在本
研究， Cox 回归可将终点
事件的出现与否 （此处
指是否离婚 ） 和出现终
点事件所经历的时间 （此处指初婚婚姻持续期） 结合起来， 以此评估婚姻失败的风险以及各影响
因素 （此处主要关注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 的作用。
自选择的 “蔓延效应” 是指随着同居的扩散， 同居的自选择性降低， 由自选择所导致的婚前
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减弱。 要对 “蔓延效应” 进行检验， 实际上可以通过比较同居扩散
过程中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变化来实现。 为此， 本文将全体样本分为改革开放前出生的
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两部分， 两部分婚前同居的比例分别为 5.7%和 31.3%， 以这两部分样本分
别检验不同同居盛行状态下的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的关系。 如果改革开放后 （同居已很盛行）
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大小 （或显著性） 小于改革开放前 （同居尚不普遍）， 说明随着同
居的蔓延， 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变小， 自选择的 “蔓延效应” 便可由此得到验证。
自选择效应意味着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是由同居者的 “样本选择” 造成
的， 即有婚姻不稳特质的个体会选择同居后再结婚， 反之则会直接结婚， 简言之， 是否同居本身
是内生的， 某些自变量同时与婚姻稳定性和同居选择相关。 对此由内生性导致的自选择效应， 本
文的识别思路是首先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根据可能的选择性变
量进行样本匹配， 然后对匹配前后的样本分别进行 Cox 回归， 并比较回归结果中 “是否婚前同
居” 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变化 （Lu and Qian， 2012）， 由于匹配后的估计结果已排除了相应选择性
变量的影响， 而匹配前的没有， 因此， 匹配前后估计值的变化即可视为由自选择效应所引致。
测度问题将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归于婚姻持续期的 “测度误差”， 即在测
度间接婚姻的婚姻持续期时忽略了婚前共同生活 （同居） 的时期。 因此， 关于测度问题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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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比较包含同居持续期和不包含同居持续期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变化而实现。 如果
在包含和不包含同居持续期的不同回归中，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确实发生了显著
变化， 便可证明测度问题的确对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4.1基本回归
参照生存分析的相关研究， 本文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 h (t) 为婚姻持续期 t 处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婚姻不稳定风险函数， h0 (t) 为基础风险函
数， xi 为一系列影响婚姻稳定性风险的控制变量， cohabitation 即为我们所关注的 “是否婚前同
居” 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不直接考察生存函数与协变量 （影响因素） 的
关系， 而是以风险函数作为因变量， 因此所得系数估计值表示为对风险影响的大小。 表 3 为对不
同样本进行 Cox 回归的基本估计结果。
从表 3 全体样本的回归结果看， 各控制变量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基本与现有相关研究所得结
论类似 （林川、 常青松， 2012； 梁同贵， 2017）， 比如： 教育水平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 居住于城
镇比居住于乡村具有更低的婚姻稳定性； 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比农业户口的女性婚姻稳定性更低；
年龄越大， 婚姻稳定性越高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改革开放前出生样本的估计结果和全体样本的
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而在改革开放后出生样本的估计结果中， 几乎所有变量均变得不显
著， 这意味着全体样本的估计结果主要受改革开放前出生样本的影响， 同时也表明改革开放后出
生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选择变得更加多元化， 婚姻不稳 （稳定） 不再是具有特定 “标签” 的群体。
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是否婚前同居”。 在全体样本的估计中，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
的 系 数 估 计 值 为
0.35， 且在 10%的水
平上显著， 由此计算
的 风 险 比 （ Hazard
Ratio， HR） ⑨ 为
1.42， 可解读为有婚
前同居经历的女性 ，
其婚姻解体的风险为
没有婚前同居经历的
女性的 1.42 倍。 这表
明与西方主要国家实
证研究的发现类似 ，
整体而言， 中国女性
的婚前同居也与婚姻
稳定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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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出生年代对样本进行划分后， 出生于改革开放前的女性样本，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系
数的估计值增至 0.647，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女性样本， “是否婚前同
居” 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并不显著， 这意味着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仅适合于改革
开放前出生的女性。 多种因素可导致改革开放前/后出生女性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变化，
但整体而言， 与同居蔓延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所引致的同居的自选择的变化， 无疑在其中具有重
要作用。
改革开放前， 中国处于相对保守的农业社会， 人口流动很小， 社会交往也多限于熟人之间，
在这种社会生活环境中， 传统观念对人们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和制约。 传统上， “三从四德” 被认
为是对中国女性道德的最基本要求， 任何违反该要求的越轨行为， 不仅被视为大逆不道， 还与极
强的污名相关联， 对女性甚至其家庭随后的生活产生长期的影响。 因此，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现实
和中国传统都要求女性是保守的， 内敛的， 非婚同居行为显然与此相悖。 在此背景下， 一个选择
婚前同居的女性不仅要面临来自家庭和周围熟人的非议与责难， 还要应对来自传统文化的巨大压
力， 此时， 选择同居的女性自然显得非常另类——对熟人异样的眼光不屑一顾， 对中国传统持排
斥态度。 从我们的样本看， 改革开放前的出生的女性， 选择婚前同居的比重仅为 5.7%， 数量上
稀少且特别。 不仅如此， 在性格特征上， 相对于未同居的女性， 这些婚前同居的女性通常对中国
传统持更负面的评价， 具有更不稳定的家庭背景， 拥有更低的受教育程度等， 而这些性格特征自
然也会导致更低的婚姻稳定性⑩。
改革开放后， 随着中西方国家之间交往的越来越频繁 ， 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逐渐流入中
国， “性解放” 思潮开始在中国的传播， 并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接受； 此外， 伴随着中国工业
的发展， 人口流动越发频繁， 中国也逐渐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 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家庭和
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 越来越多具有不同特征的女性开始基于各种原因
选择同居。 随着同居的盛行， 社会对同居的接受度增加， 慢慢的同居不再被视为另类， 这反过来
又进一步推动了同居的蔓延， 提高了社会对同居的接受度……在这一正向反馈的不断作用下， 最
终， 同居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 同居者和非同居者不再具有特征差异， 至此同居的自选择消
失， 而由于同居者已不再自带引致婚姻不稳的因素， 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也就
不复存在。 本文针对改革开放后样本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过程： 从数量上看，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
女性， 婚前同居的比重快速增至 31.3%， 婚前同居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可能选择， 同居行为显然已
不再是特立独行的行为； 从同居者的性格特征上看， 用各控制变量对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进行
回归我们会发现， 几乎对于所有变量， 同居者和非同居者均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这表明对于改革
开放后出生的女性来说， 随着同居的蔓延， 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 随着自选
择的减弱 （消失），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也变得不显著， 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
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 事实上， 不仅如此， 表 3 改革开放后出生样本的估计中， “是否婚前同
居” 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甚至由正变负， 意味着当自选择的影响逐渐消失后， 婚前同居可能具
⑩ 作为验证， 我们基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女性样本， 用相应变量对 “是否婚前同居” 进行回归， 所得结果均显示
同居者和非同居者有显著差异。
8
有的 “试婚” 作用倾向也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
4.2自选择效应的识别
虽然通过上述对同居蔓延的分析可间接推断自选择效应在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中的巨
大作用， 但并不能确定自选择效应影响的大小， 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女性， 当同居的自选
择性很强时， 它是否主导了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为此， 需对自选择效应进行
识别。
从模型估计的角度看， 表 3 对不同样本的直接回归并不能排除选择性变量——对同居和婚姻
稳定性均有影响的变量——对系数估计值的影响。 此处， 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可能
的选择性变量进行样本匹配， 以排除选择性变量的影响； 然后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 所得结
果即可视为排除自选择变量影响后的估计结果； 最后将此估计结果同未排除自选择影响的估计结
果进行比较， 从而实现对自选择效应的识别。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想是 （胡安宁， 2012）， 根据处理指示变量 （初婚是否婚前同居）
将样本分为处理组 （初婚婚前同居组） 和控制组 （初婚婚前未同居组）， 基于选择性变量， 将处
理组和控制组样本通过一定方式进行匹配， 在理想匹配的情况下， 两组样本之间在选择性变量维
度的差异被排除， 此时， 再对匹配后所得样本进行估计， 所得结果即可视为排除选择性变量影响
后的估计结果。 此处， 选择性变量是指对 “是否婚前同居” 和婚姻稳定性均有影响的变量， 因
此， 本文分别以 “是否婚前同居” 和婚姻稳定性为因变量， 对各控制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 并以
1%的显著性水平为标准， 挑选出对二者均具有显著性影响的控制变量， 这些变量即为对 “是否
婚前同居” 和婚姻稳定性均有影响的选择性变量。 据此规则， 本研究最终确定的选择性变量为所
在省份、 居住地 （城乡） 和年龄。 以这三个选择性变量为依据， 采用 1:1 的不放回匹配， 匹配前
后样本的平衡性检验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可以看出， 匹配前， 无论是全体样本， 还是改革开放
前/后出生的子样本， 婚前同居者和婚前未同居者在所在省份、 居住地 （城乡） 和年龄上有显著
差异， 但当匹配完成后， 二者在这些变量维度上的差异已变得完全不显著。
由于在匹配后的样本中， 婚前同居者和婚前未同居者在所在省份、 居住地 （城乡） 和年龄等
维度上已无显著差异， 这些变量自然也就不会对婚前同居选择造成影响。 此时对这些匹配后的样
本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即为排除了这些选择性变量影响后的结果， 具体如表 5 所示。
从表5 匹配后各样本的估计结果看 ， 无论是全体样本 ， 还是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子样本 ，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在 10%的显著性标准上均不显著。 全体样本的估计中， “是
否婚前同居” 变量的系数估计值由 0.350 变为 0.174， 且变得不再显著， 表明整体而言， 在排除了
相应的选择性变量的影响后， 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不再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由于同居的
自选择性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前
出生的女性中 ， 因此可以预期 ，
剔除自选择效应的影响对改革开
放前出生样本的回归结果影响最
大。 事实确是如此， 在剔除自选
择的作用之前， 婚前未同居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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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 0.01 0.1 1.000 
 0.051 195.94 18.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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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同居者在婚姻稳定性上有显著性差异（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且前者的婚姻稳定性是后者
的 e0.647倍， 但在剔除自选择的作用之后， 婚前未同居者和婚前同居者在婚姻稳定性上不再有显著差异，
这说明对于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女性， 自选择效应基本主导了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女性， 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本就很小， 因此剔除自选择的影响后， “是否婚前
同居” 变量系数估计
值的大小和显著性仅
有较小变化， 但尽管
如此， 其系数估计值
的负向变化及显著性
的提高意味着当自选
择效应的负向影响被
排除后， 婚前同居显
示出更为明显的 “试
婚” 作用。
4.3测度问题的
影响
婚姻持续期不
仅是婚姻稳定性测
度的一个方面 ， 且
与离婚风险和婚姻满意度相关， 因此在有关婚姻稳定性的研究中， 对婚姻持续期的测度显得尤为
重要。 通常在测度婚姻持续期时是将结婚时间作为婚姻的起始时间， 表 3 和表 5 的回归中对婚姻
持续期的测度即是如此。 对于直接婚姻， 这种测度方式自然是合适的， 但对于间接婚姻而言， 由
于配偶双方在结婚前已经像结婚者一样共同生活 （同居） 过一段时期， 测度其婚姻持续期时不考
虑同居持续期便可能因婚姻持续期的测度问题而对婚姻稳定性的分析造成影响。
当考虑同居持续期时， 直接婚姻的婚姻持续期保持不变， 平均时长仍为 273 个月， 但间接婚
姻的婚姻持续期需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上同居持续期 ， 其平均时长将由 122 个月增至 133 个
月， 增长了大概 11 个月， 这意味着从时间的角度看， 在考虑同居持续期后， 间接婚姻的婚姻稳
定性有所提升。 在考虑同居持续期后， 与表 3 和表 5 相对应的匹配前和匹配后各样本的回归如表
6 和表 7 所示。 表 6 中全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 在考虑同居持续期后，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
的系数估计值变得不再显著， 表明整体而言， 测度问题的确也是导致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
出现负向关系的一个原因。
在本研究中， 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更多体现在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女性中， 因此通过对改革开
放前出生样本的分析， 可清晰了解当同居的自选择性较大时， 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影响的相对
大小。 表 6 改革开放前出生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 在考虑同居持续期后，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
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性虽然都有所降低， 但变化的幅度并不大——系数估计值由 0.647 降为
0.586， 相应的显著性检验的 P 值由 0.018 变为 0.036， 这一变化显然比表 5 剔除自选择效应后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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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值的变化要小得
多——表 5 在排除自
选择效应的影响后 ，
“是否婚前同居 ” 变
量系数估计值直接由
在 5%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变为在 10%显
著性水平上不显著 。
这一比较说明， 对于
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女
性， 尽管婚姻持续期
的测度问题也会对婚
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
的关系产生影响， 但
其影响要远远小于自
选择效应的影响， 也并不能改变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是自选
择效应主导了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女性， 同居的自选择性已然很小， 表 6 在排除测度问题的影响后， “是否婚
前同居” 的系数估计值继续朝向有利于婚姻稳定性的方向变化， 此时， “是否婚前同居” 变量系数的
负向估计值的绝对值变大， 显著性水平增强 （尽管在 10%的显著性标准下仍不显著）， 体现出婚前同
居越来越明显的试婚作用。
表 7 为匹配后且考虑
同居持续期的各样本估计
结果， 其估计结果在一定
程度上同时排除了自选择
效应和测度问题的影响 。
由于同表 5 的估计相比 ，
表 7 的估计又进一步排除
了测度问题对婚前同居与
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负向影
响， 因此不出意外， 与表
5 的估计结果相比， 在表 7
各样本的估计中， “是否
婚前同居” 变量系数估计
值均有朝着有利于婚姻稳
定性的方向变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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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 从表 6 和表 7 的估计结果来看， 虽然测度问题也是导致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
相关的可能原因， 但与自选择效应的影响相比， 测度问题的影响要小的多， 尤其是在同居还很少
见， 因而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很强 （改革开放前出生的女性） 时更是如此。
5 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4 年的女性数据， 首先通过对全体样本进行 Cox 比例风险模型
回归， 实证检验了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然后从两个方面对影响二者关系
的自选择效应进行了检验： 一是将全体样本基于同居蔓延程度差异分为改革开放前出生的样本和改
革开放后出生的样本， 并分别进行回归以检验自选择的 “蔓延效应”， 二是基于可能的选择性变量，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样本匹配， 并通过比较匹配前后各样本回归结果的差异以检验自选择效应
的大小； 最后通过在婚姻持续期中加入同居持续期， 以比较和检验测度问题对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
性关系的影响。 针对文首提出的四个问题，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整体而言， 中国女性的婚
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 （2） 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前出生
的女性， 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女性， 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 这表明自选择的 “蔓延效应” 在中国同
样存在， 即随着同居在中国女性中的蔓延， 同居的自选择性降低， 自选择对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
系的影响也随之减弱。 （3） 自选择效应基本主导了女性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
当通过匹配剔除自选择效应的影响后， 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均变得不再显著。
（4） 测度问题虽然也在一定程度导致了中国女性婚前同居和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负向变化， 但与自
选择效应相比， 测度问题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要小。
值得注意的是， 在对自选择效应进行识别时， 本研究仅考虑了部分可能的选择性变量的影
响， 一些选择性变量， 尤其是与性格特征相关的变量， 由于难以度量而可能出现遗漏， 与这些变
量相关的选择性效应自然也就无法得到有效识别， 显然， 这些变量的遗漏也意味着自选择效应的
影响可能比本文所估计的更大。 除此之外， 在样本期间， 同居女性的平均婚前同居持续期仅为
11 个月， 而按西方国家的经验 （Vaus, Qu and Weston， 2003）， 随着同居的蔓延， 同居持续期也
将随之增长， 这意味着测度问题在将来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即便如此， 在通过我们的方法有限剔除了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的影响后， 婚前同居对婚姻
稳定性依然表现出正向影响的变化趋势， 从而 “试婚” 效应开始越来越明显的显现。 因此， 从某种
意义上可以认为， 至少对中国女性而言， 婚前同居可能并非不具有试婚作用， 只是在其他因素的影
响下， 其 “试婚” 效应被掩盖了而已。 为此，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 如果我们赋予同居者更宽松
的社会和舆论环境， 以便降低同居自选择性并使之具有的 “试婚” 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婚前同居不
仅不会对现有婚姻家庭体系造成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 甚至还将有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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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Marital Stability of Chinese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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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 ract: Most studies found that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marital stability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and the self -
selection effect and measuring problems are regarded 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women from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in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Chinese
women's marital stability is empirically analyzed, and the causation mechanism of self -selection effect and measuring
problems are tested further too in this paper. The findings are that the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is negatively to the marital
stability of Chinese women in general, however the negative relation get to disappear among the women born arou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self -selection effect basically dominates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marital stability of Chinese women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s from the measuring problems is much
smaller compared with the self-selection effect.
Key Words: Chinese Women,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Marital Stability,Self-selection Effect,Measur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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